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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识别耕地资源安全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障碍因子，促进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基于湖

北省 2008—2017 年的 4 期数据，从耕地资源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视角，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

及空间分析法系统探讨了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的时空特征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得出：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

安全呈上升趋势，其中，质量安全与生态安全呈上升趋势，数量安全呈下降趋势；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呈现出明显

的空间差异性，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递减趋势；数量安全呈现中部高，东部低，西部偏低的空间格局、质量安全呈

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生态安全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影响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为地形、

水资源及森林资源状况等自然因素以及城市发展的程度，农业设施完善程度，农药施用情况等人为因素。研究结果

可为湖北省耕地资源保护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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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作为生产粮食的载体，耕地资源的安全是

粮食安全的根本。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出现了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以

及耕地生态恶化等问题，耕地资源安全问题愈发严重，耕地保护形势仍然严峻。系统分析耕地资源安全时空格局及其障碍因子，

了解和掌握耕地资源安全状态，诊断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促进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

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国外学者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以及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对耕地资源进行相关研究，侧重

于国家或者地区的大尺度研究，研究认为生物物理、社会经济和邻近因素是耕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人口密度与耕地扩

张呈负相关。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同时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有关。国内学者对耕地资

源安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耕地资源安全内涵研究。一般认为，耕地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保障生物群落(主要指人类)健康生存

的耕地资源状态或能力。 

二是耕地资源安全评价研究，可分为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研究两个方面。任家强等运用压力—状态

—响应(PSR)模型，对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蔡银莺等运用“隐患—状态

—免疫”模型，构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型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和空间自相关法对江汉平原耕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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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特征及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分析；耕地资源安全的评价方法比较多，如空间自相关法、综合评价法、熵

权法、TOPSIS模型、灰色系统理论等，其中熵权法在研究中运用的较广泛与成熟。 

三是耕地资源安全影响因素及预警与耕地保护研究。朱红波等从数量安全、生态安全角度探讨了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的时空

差异，得出影响区域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未利用土地面积、人均补充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保护意识

等，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障碍因素因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徐宪立等研究得出我国耕地资源的耕地减少的

直接因素为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其中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宋伟等设计和建立中国耕地资

源安全预警系统，为耕地资源安全预警技术规范的编制和耕地资源的合理保护利用提供了参考；王盼盼等从压力、状态、响应

三个子系统构建耕地资源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耕地资源安全进行了预警分析，研究成果为保护耕地资源提供了依据。 

四是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相关性研究。陈先鹏等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双重视角，探讨了中国耕地资源利用的安全区间，

认为 1.20×108～1.44×108hm2 是相对合理的设定，其为双向识别合理区间范围、科学预警耕地面积异常变动提供了一种尝试。

针对粮食生产与耕地资源的变化规律对区域粮食安全等问题，杨奎等采用变异系数法、修正后的耕地压力指数及 GM(1,1)模型，

对陕甘宁蒙能源富集区粮食生产与耕地资源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与预测。 

综上，前人从不同的视角对耕地资源安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耕地资源安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

础。但是目前的研究多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对耕地资源安全进行评价，并且研究选择数量、质量，或生态安全的单

因子研究较多；研究尺度包括城市群，省域、市(县)域，但围绕城市群，或省域的较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同时，耕地资源具有

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有必要从时空的角度探讨耕地资源安全的动态变化，为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湖北省作为国

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素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其耕地资源的安全尤为重要。鉴于此，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的角度，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及空间分析法探讨 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的时空特征与障碍性因子，以

期为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可持续利用及其保护政策制定等提供理论借鉴。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 

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地处中国中部地区，东邻安徽，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南接江西、湖南，北与河南

毗邻，介于北纬 29°01′53″-33°6′47″、东经 108°21′42″-116°07′50″之间，东西长约 740 千米，南北宽约 470 千

米，总面积 18.59万平方千米，占中国总面积的 1.94%。其中，山地占 56%,丘陵占 24%,平原湖区占 20%,地势大致为东、西、北

三面环山，中间低平，略呈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目前，全省共辖 13个地级行政区，包括 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分别是

武汉市、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包括 3个县级市、1个林区，分别是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2017年耕地总

面积 5.23万平方千米，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88%。GDP 总量为 36523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七。城镇化率达到 59.3%,常住人口

为 5902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2402 万人。全省除高山地区属高山气候外，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平均日照时

数呈现由鄂东北向鄂西南逐渐递减趋势。全省年平均气温 15～17℃,冬冷夏热。各地平均降水量在 800～1600毫米之间。降水地

域分布呈由南向北逐渐递减趋势。湖北省作为产粮大省，是我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之一。2017 年，湖北省粮食产量全国占比为

4.21%,其粮食生产对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1.2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 年、2012 年、2015 年、2018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由以上数据计算

所得。同时，鉴于不同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这里利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由于直接利用极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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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将产生零数据，为避免零数据，采取以下调整系数将数据映射到[0,1]内。 

 

公式中，Y*
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Yi为原始数据；max为该数据集中的最大值；min为该数据集中的最小值。如果原始数据的

指标值越大越好，则选公式(1);如果原始数据的指标值越小越好，则选公式(2)。 

表 1耕地资源安全评价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意义 
安全趋

向 

耕地资源安

全 

数量安

全 

X1:人均耕地面积(hm
2
/人) 0.044 区域内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 正 

X2:城镇化水平(%) 0.034 区域城镇人口占区域城乡总人口比率 负 

X3:人口自然增长率(%) 0.008 
一定时期内人口自然增加数与同期平均总人数之

比 
负 

X4: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 0.066 区域内每个人所拥有的粮食数量 正 

X5:人口密度(人/km2) 0.025 单位土地面积上居民数量 负 

X6:耕地面积减少率(%) 0.055 
本年度耕地面积在上年度耕地面积基础上减少的

百分比 
负 

质量安

全 

X7: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0.077 
从各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扣除所发生费用后的

收入 
正 

X8:耕地粮食单产(kg/hm2) 0.053 区域内平均每公顷所产生的粮食数量 正 

X9:有效灌溉面积比(%) 0.068 有效灌溉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正 

X10:农业机械总动力(kW) 0.088 用于农业的各种机械的动力总和 正 

X11:公路密度(km/km
2
) 0.028 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公路总里程数 负 

X12:人均 GDP(元/人) 0.098 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人口之比 正 

X13:耕地复种指数(%) 0.021 一定时期内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正 

X14:地均水资源(万 m3/km2) 0.105 单位耕地面积所占有的水资源量 正 

生态安

全 

X15: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

(kg/km2) 
0.015 区域化肥施用量与耕地面积之比 负 

X16: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 0.038 区域农药施用量与耕地面积之比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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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km2) 

X17:森林覆盖率(%) 0.076 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 正 

X18:污水集中处理率(%) 0.015 
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占污水排放总量

的比重 
正 

X19: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 0.026 
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

水量 
负 

X20: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t) 0.035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半固体状废弃物

的总量 
负 

X2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0.025 
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

数量 
负 

 

2 评价指标体系及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学术界在研究耕地资源安全时普遍把耕地资源安全分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量

安全是指为满足人类社会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数量状态；二是质量安全指耕地生产能力得到有效保护，质量有改善的状态；

三是生态安全指耕地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小，利用可持续的状态。关于评价指标的选取，在借鉴相关研究及综合专家

建议的基础上，遵循指标的科学性、全面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从耕地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三个维度出发，构

建了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评价体系(表 1),其中指标权重由熵权法确定。 

2.2研究方法 

2.2.1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

正，从而得出较客观的指标权重。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度量。根据信息熵的定义，对于某项指标，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

指标的离散程度，其熵值越小，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即权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公式如下： 

 

公式中，Hi为第 i个指标的信息熵；Wi为第 i个指标的熵权；Yij为极差标准化的值；m为指标个数；n为研究单元个数。 

2.2.2综合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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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法是在安全评价研究中运用的最为成熟的一种方法。它根据各项评价指标数值的大小及对应权重来对耕地资源安

全进行评价。公式如下： 

 

公式中，Si为第 i市的耕地资源安全水平；Wj为第 j项指标的熵权；Pij为第 i市第 j项标准化的数值。 

2.2.3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可诊断出影响耕地资源安全的障碍因子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公式如下： 

 

公式中，On为障碍度，表示指标 n 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大小；Yn为因子贡献度，表示因子对目标的贡献度(即因子的权重

Wn);In为指标偏离度，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与最优值的差距，可用 1与指标的标准化值(X′n)的差值表示。 

2.2.4耕地资源安全评判标准 

根据 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综合评价结果，运用 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将评价结果分为五类(安全、较安全、临

界安全、较不安全、不安全),见表 2,同时，运用相同的方法将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分析结果从高到低也分为五个

安全等级(Ⅰ、Ⅱ、Ⅲ、Ⅳ、Ⅴ),见表 3,并将评价标准推广至其他年份。 

表 2综合安全程度评价标准 

安全程度 安全区间 

安全 >0.578 

较安全 0.529-0.578 

临界安全 0.454-0.529 

较不安全 0.423-0.454 

不安全 0.000-0.423 

 

表 3安全等级评价标准 

安全等级 安全区间(数量安全) 安全区间(质量安全) 安全区间(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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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 >0.123 >0.296 >0.175 

Ⅱ级 0.108-0.123 0.251-0.296 0.154-0.175 

Ⅲ级 0.083-0.123 0.224-0.251 0.133-0.154 

Ⅳ级 0.007-0.083 0.203-0.224 0.114-0.133 

Ⅴ级 0.000-0.007 0.000-0.202 0.000-0.114 

 

3 研究结果 

3.1耕地资源安全时间特征分析 

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数据表明(图 1),耕地资源安全程度呈上升趋势，综合安全值由 0.418升至 0.514,其中，质量

安全值由 0.163升至 0.253,生态安全值由 0.135升至 0.156,均呈上升趋势，但数量安全呈下降趋势，其值由 0.120降至 0.105。

质量安全的上升与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耕地粮食单产的增加密不可分。生态安全的上升由于湖北省逐步推行农作物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使得耕地的化肥农药施用量逐渐减少，同时，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也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减排，耕地的

污染进一步减小。但数量安全下降的主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水平的增长。总体上，2008—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程度处于

安全与较安全程度的城市个数呈上升趋势，处于不安全、较不安全、临界安全程度的城市个数呈下降趋势(图 2)。2008 年处于

安全与较安全程度的城市为 0 个，处于较不安全程度的城市为 3 个，处于不安全程度的城市为 4个，2017 年安全与较安全程度

的城市分别达到 2个与 4个，较不安全与不安全程度的城市减少为 1个与 3个，同时临界安全程度的城市减少为 3个。虽然 2011

年不安全与较不安全的城市数小幅增加，但总体趋势仍向积极方向发展。 

 

图 1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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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综合评价变化趋势 

3.2耕地资源安全空间特征分析 

3.2.1耕地资源综合安全空间特征 

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递减趋势(图 3)。耕地资源安全程度为安全的地区主要集中于鄂中的荆门、

襄阳，较安全的地区为随州、荆州、宜昌以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较不安全的地市为孝感，临界安全的地市为黄冈、咸宁、

十堰，除十堰之外，安全程度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均以武汉为中心，环武汉分布，不安全的地区主要集中于鄂东的武汉、鄂州、

黄石。2008 年，临界安全的地市为鄂西与鄂中的十堰、恩施、襄阳、荆门、随州以及鄂东的咸宁，较不安全的地市为宜昌、荆

州以及鄂东的黄冈，鄂东的孝感、武汉、鄂州、黄石处于不安全程度。2008—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安全水平显著上升，

但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变化不大，仍是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尤其鄂东的武汉、鄂州、黄石常年处于不安全程度，出现由西向东

递减趋势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水平的不同，东部城镇化水平与西部相比总体水平要高，人口密度大，并且工

业化水平也较高，产生的污染较大，因而，鄂东部耕地资源综合安全水平总体较低。 

 

图 3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安全时空格局 

3.2.2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空间特征 

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水平逐渐降低(图 4),数量安全水平持续保持在高等级(Ⅰ级)的地市为襄阳、荆门、

随州，武汉、鄂州两地安全等级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等级(Ⅴ级、Ⅳ级)。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程度总体呈现中部高，

东部低，西部偏低的空间格局。数量安全等级最高(Ⅰ级)的地市为襄阳、随州、荆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荆州的数量安

全等级为Ⅱ级，处于较高水平，十堰、宜昌、孝感、黄冈以及咸宁的数量安全等级中等(Ⅲ级),黄石、鄂州的数量安全等级较低

(Ⅳ级)等级最低(Ⅴ级)的地市为武汉。2008 年，除了鄂东的孝感、武汉、鄂州、黄石，其余九个地市的安全等级都为安全或较

安全程度。黄石在 2011 年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等级短暂地变为中等(Ⅲ级),其他年份也一直处于较低(Ⅳ级)的等级。耕地资源数

量安全程度中部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平原地形较多，比较适宜耕种，人均耕地面积多，人均粮食占有率高，而鄂东耕地

资源安全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鄂东经济发展较好，尤其是武汉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大，而第一产业的占比较小，人均

耕地面积较少，同时城镇化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都较高，共同导致武汉的数量安全等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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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时空格局 

3.2.3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空间特征 

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程度总体呈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图 5)。除武汉以外，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等级较

高(Ⅰ级、Ⅱ级)的地市均在湖北省中部或偏中部的襄阳、荆门、荆州、宜昌，安全等级处于中等(Ⅲ级)水平的地市为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随州、咸宁、黄冈，较低(Ⅳ级)的地市为孝感，质量安全等级最低(Ⅴ级)的地市为鄂州、黄石。2008 年，荆州

处于较不安全程度，其余各地市均处于不安全程度。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质量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鄂中地区 2008年

大部分地市处于最低等级(Ⅴ级),2017年耕地资源质量安全处于较高等级(Ⅰ级、Ⅱ级)的地区明显增多，实现了很大的跨越。鄂

东与鄂西安全等级虽有提升，但安全等级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湖北省中部耕地资源质量安全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市农

业机械总动力、耕地复种指数、农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都较高，宜昌、襄阳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较好，且地势较平坦，耕地

的本底质量较好。荆门和荆州的有效灌溉面积比分别为 80.84%和 90.06%,这也有助于提高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程度。鄂西耕地资

源质量安全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有效灌溉面积与农民纯收入较低，这与鄂东耕地资源质量安全水平低的原因又不相同，鄂东主

要是由于公路密度较大，耕地复种指数较低以及地均水资源较少。 

 

图 5湖北省耕地资源质量安全时空格局 

3.2.4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空间特征 

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图 6)。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最高(Ⅰ级)的地市为鄂

西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堰以及鄂东的咸宁，安全程度较高(Ⅱ级)的地市为随州、宜昌、黄冈，生态安全程度中等(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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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市为襄阳、荆门，安全程度较低(Ⅳ级)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鄂东的孝感、黄石，以及鄂中的荆州，安全等级最低(Ⅴ级)的地

市为武汉、鄂州。2008年，鄂东与鄂中的武汉、鄂州、孝感、黄石、荆门、荆州安全等级最低(Ⅴ级),鄂西的十堰、恩施及鄂东

的咸宁安全等级最高(Ⅰ级)。总的来看，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水平小幅上升，2008年生态安全等级较高的地

市到 2017年生态安全等级仍较高，并且鄂中地区生态安全等级较低的地市逐渐减少。十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宁在十

年中均是生态安全等级高(Ⅰ级)的地市，而武汉的安全等级一直处于最低(Ⅴ级)。鄂西的恩施、十堰山地较多，森林覆盖率较

高，同时单位面积农药、化肥的负荷较低，因而农业生产活动对耕地的破坏程度较低，两地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

弃物产生量也较低，因而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水平较高。而鄂东的武汉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是森林覆盖率低以及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都较高。鄂州由于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较高以及森林覆盖率较

低。 

 

图 6湖北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时空格局 

3.3耕地资源安全障碍因子 

表 4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主要障碍因子 

年份 指标 

指标排序 

1 2 3 

2008 

障碍因子 X4 X6 X1 

频次(次) 13 12 12 

频率(%) 100 92.31 92.31 

2011 

障碍因子 X6 X4 X1 

频次(次) 13 12 9 

频率(%) 100 92.31 69.23 

2014 

障碍因子 X6 X4 X1/X2 

频次(次) 13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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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100 84.62 53.85 

2017 

障碍因子 X6 X4 X2 

频次(次) 13 12 9 

频率(%) 100 92.31 69.23 

 

表 5耕地资源质量安全主要障碍因子 

年份 指标 

指标排序 

1 2 3 

2008 

障碍因子 X12 X14 X10/X7 

频次(次) 13 10 8 

频率(%) 100 76.92 61.54 

2011 

障碍因子 X12 X14 X10/X7 

频次(次) 13 11 7 

频率(%) 100 84.62 53.85 

2014 

障碍因子 X14 X12 X10 

频次(次) 11 11 9 

频率(%) 84.62 84.62 69.23 

2017 

障碍因子 X10 X12 X14 

频次(次) 11 10 10 

频率(%) 84.62 76.92 76.92 

 

表 6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 

年份 指标 

指标排序 

1 2 3 

2008 

障碍因子 X17 X16 X21 

频次(次) 12 11 6 

频率(%) 92.31 84.62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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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障碍因子 X17 X16 X20 

频次(次) 12 10 7 

频率(%) 92.31 76.92 53.85 

2014 

障碍因子 X16 X17 X20 

频次(次) 11 10 10 

频率(%) 84.62 76.92 76.92 

2017 

障碍因子 X17 X16 X20 

频次(次) 12 10 11 

频率(%) 92.31 76.92 84.62 

 

由于所统计的年份、地区较多，文章从系统层(数量、质量、生态)中分别筛选了各地市中障碍度排序进入该系统层前 3的 4

个频次较高的指标作为影响当年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表 4、5、6)。从表 4可以看出，

2008—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耕地面积减少率、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及城镇化水平，

其障碍因子在指标上没有变化，只是在出现的频次上有增减变动。其中影响最广泛的障碍因子为耕地面积减少率，其除了在 2008

年出现的频率为 92.31%之外，其余三个期间出现的频率均为 100%。而耕地面积的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很大程度受地形、

城市发展程度的影响，因而，地形、城市发展程度是影响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主要因素。从表 5 可见，2008—2017 年湖北省耕

地资源质量安全主要的障碍因子分别为地均水资源、人均 GDP、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其中 2008年、2011年、2014

年主要障碍因子没有较大变化，但 2017年主要障碍因子在频次上发生了变化，农业机械总动力变为了影响最广泛的障碍因子，

说明机械化的影响程度在增加。从质量安全的障碍因子表明，水资源状况以及农业设施完善程度是影响耕地资源质量安全的主

要因素。从表 6 可以看出，2008—2017 年湖北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主要的障碍因子为森林覆盖率、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其中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与森林覆盖率这两个主要障碍因子出现的频次最高。因

此，从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得出，农药施用情况、森林资源状况是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以 2008—2017 年湖北省 13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法与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的时

空特征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得出： 

(1)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时间上，2008—2017年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程度呈上升趋势，安全程度

逐渐改善，其中，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均呈上升趋势，而数量安全呈下降趋势，数量安全下降的主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水平的增

长。空间上，耕地资源安全总体呈现由西向东递减趋势，安全程度高的地市主要集中于鄂中的襄阳、荆门，安全程度低的地市

主要集中于鄂东的武汉、鄂州、黄石；数量安全总体呈现中部高，东部低，西部偏低的空间格局，且鄂中地区数量安全等级一

直较高，这些地区平原地形较多，比较适宜耕种，鄂东地区数量安全等级一直较低，主要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城镇化水平较

高，对耕地的占用较大，如武汉、鄂州。另一类是受地形影响，山地、丘陵较多使得耕地面积较少，如黄冈；质量安全总体呈

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质量安全等级在鄂中地区涨幅较大，普遍提升 3 个等级以上，鄂中地区质量安全程度较高的主

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好，且地势较平坦，耕地的本底质量较好；生态安全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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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级小幅上涨，安全等级较高的地市仍然保持较高等级，并且安全等级较低的地市逐渐减少。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较高

的地市主要表现为森林覆盖率较高，单位面积耕地的农药、化肥的负荷较低，因而对耕地的污染程度较小。 

(2)湖北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主要障碍因子为耕地面积减少率、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及城镇化水平；质量安全主

要障碍因子为地均水资源、人均 GDP、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为森林覆盖率、单位耕地面积

农药负荷、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障碍因子得出影响耕地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为地形、水资源及森林

资源状况等自然因素以及城市发展的程度，农业设施完善程度，农药施用情况等人为因素。 

4.2建议 

为确保湖北省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根据耕地资源安全状况及其障碍因子，从耕

地数量、质量及其生态安全等方面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性耕地政策。 

(1)鄂西要着力加强数量安全的保护力度。 

数量安全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基本要素，加强底线思维，实行保护责任制，要严格控制耕地向非耕地的转化，国家要施行占

用耕地补偿措施，毫不动摇地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要严守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三条控制线”,降低耕地面积减少率，加强城

镇周边优质耕地的保护。可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手段科学地增加耕地数量。摸清耕地资源数量，对于闲置及低效耕地，

制定措施充分挖掘潜能。设置专项基金，按照“谁投入、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对发掘耕地后备资源的个体进行奖励。在

城市发展中，严禁建设用地乱占耕地，积极推进土地的集约利用。 

(2)鄂中要重点加强生态安全的保护力度。 

在确保发展质量和数量时也兼顾生态安全保护。禁止毁林开荒，降低废气、废物、废水的排放，同时合理引导农药、化肥

的施用，掌握农药正确施用量，推广施用有机肥减少土壤污染。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结构，在襄阳等地区可发

展“立体农业”。针对土壤污染问题，开展污染物监测，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对于排放不达标的工业企业给予整改，将污染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严格控制高标准农田周围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适度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 

(3)鄂东要着重加强质量与生态安全的保护力度。 

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开展退化耕地治理修复，对使用的每亩耕地精打细算，借鉴黄冈采取“实地对照研判、村镇交流

沟通、入户座谈了解”的方式，结合生态保护战略，合理利用水资源，对土地利用进行适宜性评价，从而给出最优的指导意见。

在确保耕地数量的基础上，建设高标准农田，可以通过经济补偿手段保障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地方

政府保护的动力。采取补贴政策，重点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耕地综合生产力。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的监控，

对于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监控，保障耕地的生产力。推广适合不同地形，不同耕地的农业机械设备，提高农业机械设备

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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